
 

 

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与地方财政支出偏向

刘贯春，周    伟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将带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波动的加剧，进而导致地方政府期望效用

下降。为了减少这种效用损失，地方政府可能会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以增加生产性支出拉动地区经济

发展并维持财政收入的稳定。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阐释转移支付波动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偏向的内在逻辑，并利用《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的县级面板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显

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显著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生产性活动，且该效应在中西部、转移支

付净流入和财政自给率较低的地区更为凸显，表现为非对称特征。此外，上述结果通过了工具变量

法、调整核心变量度量方式及控制其他重大事件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表明，转移支付波

动会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对社会性公共品供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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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安排财政支出和供给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

来，财权上移而事权不变甚至下移，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越到基层，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问题越

突出，已成为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重要因素（贾康和白景明，2002）。财政收支不平

衡的压力也可能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决策，促使地方政府支出向生产建设性支出倾斜，进而忽

视社会性公共品的供给（Bardhan 和 Mookherjee，2006），而地区间竞争压力会进一步导致地方政

府的生产性支出偏向加剧（李永友和张子楠，2017）。作为调整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的核心工具，财

政转移支付制度在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和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然而，当前中国转移支付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除了转移支付结构不太合理之

外，转移支付预算管理过程中的潜在问题也常被文献提及。尤其是预算编制中资金分配方式的

随意性和隐蔽性（安体富，2007；伏润民等，2011；范子英和李欣，2014）、预算执行中的截留、挤占

和挪用（马光荣等，2016）以及预算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督（王瑞民和陶然，2017）等问题，直接导

致了转移支付的效果偏离预期。因此，近年来中央持续重视如何规范转移支付制度。2014 年

8 月修订的新《预算法》对转移支付规则进行了明确规范，2015 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改革和

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对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做出了全面部

署。同年，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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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性，财政部重新制定了《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

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这与中国目前地方政府“重建设、轻民生”的财政支出偏

向有何联系呢？一方面，转移支付会刺激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尽管地区财力得到改善，但

地方政府并没有将转移支付与本地税收当作相同的财政收入同等对待。较于本级税收收入，一

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的刺激作用更强（Gramlich 和 Galper，1973），学术界认为

这种“粘蝇纸效应”是转移支付导致地方支出规模持续膨胀的关键所在。现实中，这一效应不仅

存在于西方国家（Hines 和 Thaler，1995；Brennan 和 Pincus，1996），以中国为样本的研究也有类似

发现（范子英和张军，2010；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特别地，毛捷等（2015）的研究指出，“价格效

应”是转移支付促使中国地方政府支出较快增长的关键因素。①另一方面，财力改善还可能扭曲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作为弥补落后地区财政缺口、调节政府间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转移

支付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落后地区地方政府提供民众所需公共物品的能力，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下，转移支付确实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增加经济

性公共品的边际收益，增加有利于本地居民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Hindriks 等，2008；Weingast，
2009）。然而，在对地方政府支出选择的约束方面，中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没有发挥显著作

用，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支出结构的扭曲（尹恒和朱虹，2011；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李永友和张子

楠，2017）。

尽管有关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其中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作

用的关注却并不多。这种不确定性直接来源于转移支付预算管理制度上的不规范，相关研究的

不足将可能直接导致政府官员和学术界无法认清中国当前转移支付制度问题的全貌，无益于现

代财政制度的顺利构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参照王小龙和余龙（2018）的做法，后文将这种不确

定性亦称为“波动”，两者无差异。

在我国财政纵向失衡问题突出的背景下，转移支付已然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力来源。从

理论上来讲，转移支付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地方财政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地方政府预算约束

的硬化，无疑将阻碍地方更好地实现自身目标。为了应对这种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性，地方政府可

以通过调整收入和支出行为两种方式进行化解。首先，财力不稳定会激发地方政府增加自身可

用财政收入的财政激励，通过培育自身税源以增强自有财力的规模，而财源增长同时还意味着

GDP 和财政收入增长，使得地方政府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晋升锦标赛”中占据优势。除此之

外，中国现行的税制在其产生伊始便存在着“宽打窄用”的特点，这也是中国目前法定税率和实

际税负存在很大差别及税收征管力度存在巨大“征管空间”的重要原因。②税收“征管空间”的存

在使得地方政府在面对财政收入风险时，可以通过加强税收征管的方式来减少风险（Chen，2017；

王小龙和余龙，2018）。其次，财力不稳定会导致地方政府调整自身的支出行为。即从支出规模和

支出结构两个方面来进行调整。财政支出的刚性特征几乎是全世界普遍的财政现象，这意味着

短期内地方政府想要缩减财政支出规模是非理性和不可行的。此时，在支出规模调整空间受限

的情况下，改变支出结构，尤其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中基础建设等生产性支出比重，进而促进地

区 GDP 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自然就成为了各个地方政府更为现实的选择。

区别于以往文献，本文从不确定性的分析视角出发，探讨转移支付波动对财政支出偏向的

影响，以期进一步补充现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扩展了 Cai 和 Treisman（2005）、马

刘贯春、周    伟：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与地方财政支出偏向

① 政府通过征税筹集提供各类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会造成无谓损失（Harberger，1962）。如果以转移支付作为资金来源，可降低甚至消除

征税的筹资成本，导致公共服务价格的下降。

② “宽打”是指税制架构，“窄用”是指税收收入规模（高培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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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等（2016）的研究，尝试将转移支付波动纳入影响地方政府支出决策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

转移支付波动影响地方财政支出偏向的理论机理。第二，利用样本量较大的县级数据构建面板

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转移支付波动与地方财政支出偏向之间的关系，并区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

专项转移支付，同时还探讨了两者关系在不同财政自给率政府之间的异质性，以期为完善中国

转移支付制度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第三，通过控制经济增长波动率，排除了“经济增长波动导

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改变”这一潜在竞争性假说的干扰，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干净，结论更有说服力。

二、制度背景与特征事实

（一）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演进。任何一个现代的先进国家，只要其有两个层次以上的政府，

并且下级政府间存在较大的区域财政能力差距，都会有不同形式的政府间纵向和横向转移支

付。应当说，我国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始于 1994 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这次改革重新划分

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能力，但这是以地方财政

让渡一部分财力为代价的。①为了保障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确保新财政体制改革的顺

利推进，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对当时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数量和形式进行了重

新调整。除保留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定额补助、专项补助和地方上解外，国家财政根据当时央、地

政府之间固定收入范围和数量变动的新情况，特别建立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

制度。

此外，为了让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完成相应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中国还逐步建立了以

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旨在弥补财政实

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衡化。②财力

性转移支付是上级政府让渡给相对落后的下级政府的支出补助，且该补助通常没有被指定具体

的支出方向，所以得到拨款的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

宏观政策和事业发展目标，以及对委托地方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或中央地方共同承担事务进行

补偿而设立的补助资金。绝大部分的专项转移支付在下达时就已经被指定了明确的用途，地方

政府也必须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在 2009 年，中央重新调整和归并了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

从此，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三大形式。③

分税制改革后，在“财权不断上移，事权不断下移”的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财政收支矛盾

日益严重，导致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根据统计资料，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

移支付总量从 1994 年的约 497 亿元增加至 2017 年的 57 000 多亿元。进一步，地方财政收入中转

移支付的比重也随之逐年提高，从 1994 年的 10.57% 升到 2017 年的 36.44%。相比之下，税收返还

占比由 1994 年的 40.25% 降至 2017 年的 5.13%。④转移支付不仅在规模上不断增加，在结构上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分别从 1994年的 2.89% 和 7.68% 提高至

2017 年的 22.45% 和 13.98%。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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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之间虽然也广泛地存在着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如体制补助、专项补助和结算补助等，但应当

承认那只是传统的财政管理体制下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某种必要形式，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别。

② 财力性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和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年终结

算财力补助等。

③ 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原财力性转移支付更名而来，原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名为均衡性转移支付，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一个种类。

④ 税收返还的数额与税收基数和税收增长率直接挂钩，以“保基数”为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返还的相对数额逐渐降低。

⑤ 相关数据和图形读者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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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移支付波动产生的原因。越是基层

的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越高。在“财权上

移、事权下放”的过程中，县级政府获得转移支

付规模的不断扩张无疑是导致其波动的一个可

能因素。除此之外，转移支付预算管理制度的不

规范也是转移支付产生波动的重要原因。作为

财政支出的基本形式之一，制度的规范透明本

应是转移支付预算管理的内在要求，然而现行

制度却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首先，专项转

移支付规模巨大，分配方式不够规范透明。专项

转移支付通常以项目的形式下达，使用时需要

地方部门逐级向上申请，再由相应的中央职能

部门负责审批。因此，专项转移支付分配的不确

定性较大，也比较容易受到政治、经济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范子英和李欣，2014）。在预算执行中，

突 然 新 增 下 达 转 移 支 付 的 情 况 也 经 常 出 现 。 而 中 国 恰 恰 存 在 着 规 模 巨 大 的 专 项 转 移 支 付 ，

2011 年之前专项转移支付数额占转移支付总规模的比重甚至一度保持在 50% 以上。其次，尽管

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但其中依旧存在很多不规范的问题。标准财政收入

和标准财政支出有很大的主观判断性，指标的选择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安体富，2007）。此外，由

于中国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不明确，省以下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分配标准和分配依据

更是不具体、不科学，每个县（市、区）级政府难以根据标准公式测算和印证上级拨付转移支付资

金 的 准 确 性 ， 造 成 部 分 县 （ 市 、 区 ） 在 不 同 年 度 的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金 额 波 动 较 大 （ 伏 润 民 等 ，

2011）。再者，在中国多级政府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上级政府对转移支付的截留问题。在自上而

下的资金流动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资金通常并不能顺利达到基层政府。上级地方政府“雁过拔

毛”，截留了本应拨付给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导致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数量出现一定不确定

性。最后，转移支付预算执行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除了前文提及的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责权

利不明确，当前我国同级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横向责权利也同样缺乏有效的责任分配机制，责

任主体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监督无法有效实现。此外，由于监督手段与方式的科学性、信息获取的

及时性、监督主体间配合的协同性等方面也都存在问题，导致转移支付资金监督体系并不完善、

监督力度不足。如图 1 所示，县级转移支付波动在样本期间内呈现出先上升后稳步下降再上升

的趋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复性。①

三、理论框架

为阐明转移支付波动如何影响地方财政支出偏向，借鉴 Cai 和 Treisman（2005）以及马光荣

等（2016）的理论模型并纳入转移支付波动，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拓展理论框架。该模型的基

本逻辑在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

支付规模出现波动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出现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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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图 1    中国县级转移支付波动的平均变化趋势

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相关

数据计算。转移支付波动为过去两年及当年三年增长率的标准

差，图 1 刻画的是各县的转移支付波动均值，未包含各县之间（包

括省与省之间、省内各县之间两大类）的转移支付波动差异。

刘贯春、周    伟：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与地方财政支出偏向

① 得益于预算管理理念和技术的提升，转移支付调动情况在 2000 年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缓和。而 2007 年后转移支付波动上升的一个

可能原因在于，2007 年和 2008 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根据财政部官方统计，2005 年和 2006 年转移支付的增长

率分别为 21.59% 和 30.57%，而 2007 年和 2008 年分别为 46.18% 和 33.70%。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增幅分别为

37.48% 和 56.35%，即转移支付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预算管理规范程度更低的专项转移支付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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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转移支付波动带来的效用损失，地方政府有激励以增加公共

支出中生产性支出比重的方式谋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最终实现财政收入的

相对稳定和自身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Fi = AiKα
i Gβ

i

（一）基本假设。假设一个国家由 N 个地方政府组成，每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包含两个部

分，即生产性支出 Gi 和福利性支出 Hi。其中，生产性支出可以提高本地的全要素生产率直接进

入生产过程，而福利性支出不具有这一功能。不失一般性，假定地区生产函数符合 Cobb-Douglas
形式，具体表现为： 。其中，下标 i 代表地方政府，Fi 和 Ki 为当地的经济产出和资本存

量，Gi 是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同时，Ai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由每个地方自身的禀赋决定。此

外，α 和 β 分别代表要素 K 和 G 的产出弹性，且满足 α>0、β>0 且 α+β<1，这保证了 K 和 G 存在规

模报酬递减，因为生产过程中还需要土地和劳动力等固定投入。

Ui = Fi+λi (Hi)

Gi+Hi = S i+τFi

现实中，地方政府不仅追求本地产出水平的最大化，也会关注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为此，

本文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 U 设定为如下拟线性的形式： 。λi 介于 0 和无穷大之

间，反映了地方政府效用在产出和居民福利之间的权衡。同时，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受到如下收

入条件约束： 。其中，τ 是产出税率。对于每个地区而言，假定税率是相同的。显

然，τFi 是地方政府获得的地方税收收入。除了向本地企业征税，地方政府还将获得中央政府给

的转移支付 Si。

S i = σ (F0−Fi)随后，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例，假定中央政府分配转移支付的方式为： 。其中，

F0 是中央政府设定的一个外生参数，远大于任何地方政府的经济产出 Fi，因此每个地区都可以

获得一定额度的中央转移支付。σ 是转移支付系数，数值越大意味着地区间转移支付的均等化

程度越高。特别地，本文假定 τ>σ，即相比于转移支付，地区经济产出能更有效地提高地方财力。

(1−τ)∂Fi|∂Ki = r

Ki =
[
(1/r)(1−τ)αAiG

β

i

]1/(1−α)

（二）模型求解与分析。本文框架的博弈规则为：转移支付分配方案由中央政府事先决定，地

方政府在得知分配方案的基础上，确定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 Gi 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

化，投资者在地区间进行投资 Ki。假定资本在地区间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可以预期各地区的资本

收益率 r 在均衡状态下理应相等。结合地区生产函数，不难得到如下均衡方程： 。

较于整个经济体而言，每个地方的资本存量相对有限，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可以将 r 视为外生。随后，整理均衡方程可得各地区的均衡资本存量为： 。

maxGi E (Ui) = E [Fi+λi ln (Hi)]

∂Fi/∂Gi+ (∂Fi/∂Ki)(∂Ki/∂Gi) = λi/[E (S i+τFi−Gi|P)+λi(τ−σ)]

不同于既有文献将转移支付 Si 视为恒定值，本文重点考察转移支付波动如何影响地方政府

的财政支付偏向。基于此，借鉴 Han 和 Qiu（2007）的思路，设定转移支付 Si 是随机变量，服从均匀

分布 P=[p1, p2]且均值为 p。此时，地区政府面临的优化问题为： 。容

易得到相应一阶条件为： 。其中，等

式左侧代表生产性支出 Gi 带来的边际效用；等式右侧代表福利性支出 Hi 带来的边际效用，亦可

称之为生产性支出 Gi 的机会成本。换言之，当且仅当地方财政收入被用于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

支出的边际效用相等时，地方政府才能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

Q ⊃ P

λi/[E (S i+τFi−Gi|P)+λi(τ−σ) ] = λi/[E (S i+τFi−Gi|Q)+λi(τ−σ)]

E (S i+τFi−Gi|P) = E
(
S i+τFi−G′

i |Q
)

S i = σ (F0−Fi)

进一步，考虑另一种情形，假定转移支付 Si 服从均匀分布 Q=[q1, q2]，均值为 p 且 。即，

与初始情形相比，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均值相同，但方差变大，这意味着转移支付波动有所

加强。在这一情形下，地方政府为维持期望效用不变，需要将福利性支出的边际效用保持在原有

水平，此时生产性支出 Gi′需满足： 。

显然，该等式成立的充要条件为： 。结合 可得，

Si+τFi 等于 σF0+（τ-σ）Fi。由于转移支付波动通过生产性支出传递到经济产出，加之生产函数 Fi 是

一个凹函数，依据确定性等值定理或詹森不等式可知：转移支付不确定性越大，函数 Si+τFi-G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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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性越强，对应的期望值越小。①基于此，地方政府倾向于增加生产性支出以确保充要条件成立，

进而维持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此时有 Gi′>Gi。
②结合前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

假说：转移支付波动会加剧地方政府对生产性支出的偏向。

四、计量模型、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借鉴以往研究的做法（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李永友和张子楠，2017；王小

龙和余龙，2018），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expit = α0+α1t fit + θXit +αi+δt +µpt + ϵit （1）

ϵ

其中，exp 为县（市、区）的财政支出偏向；tf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 i 县（市、区）第 t 年的转移支付

波动程度；X 为一系列县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县（市、区）财政自主度、财政支出规模、财政转

移支付规模、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增长波动率；αi 为县级政府的固定效应，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控制各县（市、区）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对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δt 为时间固定效应，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与时间因素相关的政策变动所带来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同时，由于各省份

财政制度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及其具体执行也各不相同，为了降低省份层

面政策变动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变动的影响，进一步加入了省份与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

用 μpt 表示。 为随机扰动项。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对经济增长波动率进行了控制。加入该控制变量的主要原因在于：一

个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同其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所以转移支付波动很有可能会受到地区经

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而理论和实践又表明生产性财政支出是各个国家调控经济波动的主要手

段。当经济增长出现波动时，政府往往会相机地通过改变其财政支出行为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

定（Auerbach，2009），且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特征在落后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贾俊雪等，

2012）。因此，在证明转移支付波动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决策时，本文不得不排除的一个竞争性

假说就是“地区宏观经济波动导致了地方财政结构发生改变”。

除此之外，转移支付波动可以细分为两种不同情形，分别对应于转移支付规模减少和转移

支付规模增加带来的波动加剧。然而，无论转移支付规模如何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均

会受到影响（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马光荣等，2016）。基于此，为剔除转移支付规模变动对财政

支出偏向的影响，本文还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转移支付规模。通过这一模型设定形式确保计量

模型（1）识别得到的财政支付偏向改变更多是由于转移支付波动本身而非转移支付规模变动带

来的。特别地，由于同时控制了经济增长波动率和转移支付规模，使得本文聚焦的转移支付波动

主要是由预算管理不规范产生的。事实上，在控制宏观经济环境的基础上，无论转移支付规模增

加还是转移支付规模减少都是预算管理不规范的突出表现。

（二）变量定义。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财政支出偏向，参照尹恒和朱虹（2011）及范庆泉等

（2015）的研究，用该县（市、区）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之和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进行衡量。③在一般情况下，地方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占比越高，说明地方政府越偏向于发展

刘贯春、周    伟：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与地方财政支出偏向

① 在计量分析中，为消除转移支付波动之外的其他不确定性因素，本文对经济增长波动进行了控制。

(τ−σ)∂Fi/∂Gi−1 > 0② 此处存在一个潜在假定，即 。这一不等式表明，单位生产性支出带来的财政收入净增加（地方税收增加额扣除转

移支付减少额）要大于边际成本。显然，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尚且不足的中国而言，该约束条件理应存在，否则说明生产性支出已经饱和，地方

政府不再具有增加生产性支出的动机。

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规定了资金的具体用途。在理想情况下，财政支出偏向的度量应当剔除专项

转移支付的专项支出。然而，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作者发现当前阶段尚且无法得知专项转移支付的具体用途。另外，尽管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具有特定用途且存在监督机制，但“挪用”行为依旧存在且程度多大未可知（马光荣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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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经济，进而忽略民生公共服务的供给。进一步，本文借鉴以往研究的做法（Huang 等，2015；王

小龙和余龙，2018），采用移动标准差衡量波动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度量方式为一个县

（市、区）当年以及过去两年共计三年的转移支付增长率的标准差。此外，控制变量在本文中的度

量方式依次为：用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的比值衡量财政自主度，用一般预算支出占当

年 GDP 的比值衡量财政支出规模，用转移支付规模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转移支付规

模，用财政供养人口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用当年与过去两年的实际 GDP 增长

率标准差来衡量经济增长波动率。

（三）数据来源。本文县级层面的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预算司和国库司编制的《全国地市县财

政统计资料》（1998−2007 年），该统计资料中包含了较为丰富的省、市、县三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数

据 和 部 分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数 据 ， 考 虑 到 研 究 的 需 要 和 数 据 可 得 性 ， 最 终 将 样 本 期 间 确 定 为

2000−2006 年。针对原始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剔除各分项财政

支出规模之和大于财政总支出的样本；第二，对主要变量进行了前后各 0.5% 的缩尾处理，以避免

样本异常值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干扰；第三，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干扰，将所有名义指标根据

各省各年 CPI 指数平减到 2000 年的固定价格水平。按照上述步骤处理后，最终得到样本期间内

近 2 万个观测值，涉及 2 859 个县级行政单位。①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表 1 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为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逐步增加

控制变量。容易看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模型设定，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这表明转移支付波动对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存在显著促进作用。特别地，当纳入经济增

长波动率和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后，转移支付波动的系数虽然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但其影

响方向及其显著性水平并没有发生变化。以第 4 列为例，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系数为 0.0078，即

转移支付增长率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地方生产性支出占比将上升 0.78%。此外，财政支出规模、转

移支付规模和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财政自由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财政

供养人口规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考虑到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十分稳健，下文不再赘述。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财政支出偏向

（1） （2） （3） （4）

转移支付波动 0.0080***（0.0013） 0.0076***（0.0014） 0.0073***（0.0013） 0.0078***（0.0013）

财政自主度 −0.0277***（0.0058） −0.0220***（0.0069）

财政支出规模 0.0558***（0.0065） 0.0437***（0.0060）

转移支付规模 0.0033***（0.0004） 0.0025***（0.0003） 0.0016***（0.0004）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 −0.0003（0.0039） −0.0032（0.0041）

经济增长波动率 0.0010**（0.0004） 0.0023***（0.0005） 0.0016***（0.0005）

常数项 0.1016***（0.0011） 0.0961***（0.0013） 0.1073***（0.0357） 0.1171***（0.0392）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18 617 17 950 17 718 17 718
调整 R2

0.091 0.111 0.127 0.26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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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讨论。考虑到本文在衡量转移支付时使用了当期转移支付，为减少内生性问题

对估计结果带来的偏误，借鉴已有文献（王小龙和余龙，2018），选取同一地级市其他县（市、区）上

一期的转移支付波动均值作为该县（市、区）转移支付波动的工具变量。一般而言，同一地级市内

相邻地区上一期的转移支付波动不会影响本地当期的财政支出结构，同时由于面临类似的产业

结构和地理位置等禀赋特征，又与该县转移支付波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理论上满足工具变

量对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表 2 第 1 和 2 列汇报了 2SLS 估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F 值明显大于 10，在一定程度上可排除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显著为正的工具变量回归系数证

实了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进一步，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发现，转移支付波动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且数值大小保持稳定，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1）在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

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的有效性需要首先确保其符合排除性约束条件，即工具变量只能通

过内生解释变量这一条渠道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尽管本文认为同一地级市内部其他地区上一

期的转移支付波动不会影响本地当年的财政支出结构，但这种定性讨论的方法并不具有很强的

说服力。因此，本文进行了两项额外的检验。首先，如表 2 第 3 列所示，将工具变量放入基准回归

方程。不难发现，与表 1 第 4 列的估计结果相比，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估计系数相差不大。同

时，由表 2 第 4 列可知，当将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一并纳入回归方程时，工具变量估计系数的大

小不仅出现了明显下降，而且在至少 10% 的水平上并未表现出相应的显著性。这些结果充分表

明，该工具变量基本能够满足排他性约束的假定。其次，遵照 Conley 等（2012）和刘畅等（2017）的

做法，放松排他性假定的约束，显然，即便在工具变量近似外生情形下，转移支付波动的估计系数

仍然是稳健显著为正的。①

（三）异质性分析。

1. 按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分组。考虑到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在资金规定用途

方面的差异，本文将《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的专项补助定义为专项转移支付，将一般性

转移支付补助和原体制性补助之和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估计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波动

对地区财政支出结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 3 第 1 列），而专项转移支付波动对地方财政支出

结构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见表 3 第 2 列），但专项转移支付波动的系数略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波

动。事实上，由于样本期间内专项转移支付占比高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其对地方支

出的影响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符合逻辑。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波动还是专项

转移支付波动，其对地方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均较小。可以推断，转移支付波动对地方财政支出

表 2    工具变量的 2SLS 估计结果

变量
因变量为转移支付波动 因变量为财政支出偏向

（1） （2） （3） （4）

工具变量 0.2351***（0.0138） 0.0057***（0.0015） 0.0012（0.0015）

转移支付波动 0.0244***（0.0064） 0.0075***（0.00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县域、年份、省份−年份

一阶段 F 值 150.22

观测值 15 005 15 005 15 005 15 005

Within-R2
0.237 0.227 0.243 0.262

刘贯春、周    伟：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与地方财政支出偏向

①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限于篇幅，利用 UCI 方法估计的工具变量回归系数图没有汇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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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的正向影响更多是由于内部结构比例的

相对变动，而非各构成部分的自身波动。即，一

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总

量中的相对重要性是理解表 1 结果的关键所

在，而非两者自身的增长率波动。

2. 按区域不同特征分组。

（ 1） 按 东 、 中 、 西 三 大 区 域 分 组 的 回 归 结

果。①表 4 第 1 至 3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转移支

付波动对中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正向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生产性支出

偏向的正向影响最小。同时，Wald 统计量表明，中西部地区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与东部地区的差

异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检验。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大都是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的省份，其财政收入来源中有较大比例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从而转移支付波动对其支

出偏向的影响更大且更显著。而东部地区更多承担了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帮扶”的角色，其财政

活动更多是依靠自身财源收入而非转移支付，财政支出结构对转移支付波动的反应并不显著。

（2）按转移支付净流入地和净流出地分类的分组回归结果。根据各省财政净转移支付情况，

将中国 31 个省份分为财政资金净流入地和净流出地。②表 4 第 4 至 5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

财政资金净流入地还是财政资金净流出地，转移支付波动对地方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均显著为

正，但后者系数（0.0039）要明显小于转移支付净流入地区（0.0094），且两者差异通过了 Wald 检验

（p 值为 0.043），这说明转移支付波动对财政支出偏向的加剧作用更多体现在转移支付净流入地区。

（3）按财政自给率高低分组的回归结果。财政自给率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

由自身财力解决，转移支付波动对其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理应不大。与之相反，对财政自给率低

的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支出中有很大部分需要依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波动对财

政支出偏向的影响理应非常显著。表 4 第 6 至 7 列的估计结果发现，尽管转移支付波动对地方

财政支出偏向的正向影响与财政自给率无关，但作用强度在财政自给率低的地区更为凸显，且

Wald 检验（p 值为 0.000）证实两者的差异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1. 稳健性检验一：更换转移支付波动的衡量指标。转移支付波动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

表 3    区分转移支付类型

变量 （1） （2）

一般性转移支付波动 0.0001***（3.99e-05）

专项转移支付波动 0.0001（0.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县域、年份、省份−年份

观测值 10 332 10 332

调整 R2
0.332 0.331

表 4    按区域不同特征分组

变量
地理位置 转移支付流向 财政自给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净流出地 净流入地 高 低

转移支付波动
0.0039** 0.0118*** 0.0106*** 0.0039* 0.0094*** 0.0044*** 0.0139***

（0.0017） （0.0029） （0.0024） （0.0023） （0.0016） （0.0014） （0.00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县域、年份、省份−年份

观测值 5 335 5 432 6 951 3 144 14 574 7 010 10 708

调整 R2
0.159 0.327 0.278 0.158 0.278 0.182 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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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地区包括 11 个省级行政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有 8 个省级行政区，

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的省级行政区共 12 个，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② 参照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的研究，这里的财政资金净流出地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其他为财政资金净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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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转移支付波动衡量指标的设定。为证实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选取了“当年和前一年”两年的转移支付增长率的标准差（见表 5第 1 列）、“前三年”转

移支付增长率的标准差（见表 5 第 2 列）以及“前四年”转移支付增长率的标准差（见表 5 第 3 列）

作为转移支付波动的衡量指标，其余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与基准回归一致。显然，估计结果均呈

现出与前文一致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

2. 稳健性检验二：更换财政支出偏向的衡量指标。本文还进一步“放大”或“缩小”生产性支

出的计算口径，通过变换主要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5 第 4 列仅

考虑基本建设支出为生产性支出的情况，估计结果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遵照尹恒和朱

虹（2011）的做法，表 5 第 5 列将基本建设支出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作为生产性支出，估计系数的

显著性和符号依旧未发生改变。最后，借鉴饶晓辉和刘芳（2014）的思路，将教育支出合并到生产

性支出，以此得到生产性支出的大口径指标，表 5第 6 列的估计结果依旧显著为正。

3. 稳健性检验三：排除其他重大事件。本文的样本期间为 2000—2006 年，样本期间内存在

两个可能的重要事件：一是 2002 年的所得税收入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成比例改革；二是 2005 年的

取消农业税改革。①这两次改革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面对财政压力的冲击，地方政府

亦可能会改变自身的支出结构，特别是增加生产性支出比重以实现财源增长和财政收入稳定。

如果这一途径存在，可能会对本文结论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虽然谢贞发等（2017）的研究发

现已否定农业税改革冲击对县级政府生产性支出存在显著影响，但农业税取消后，农林水利支

出对第一产业 GDP 产生的影响并不会显著增加税收。在此，本文剔除了 2002 年之前和 2005 年

之后的样本，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6 第 1 列和第 2 列。容易看出，即便是删除了这些年份

的观测值，转移支付波动对财政支出偏向的正向影响和显著性依旧十分稳健，可以排除两次改

革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4. 稳健性检验四：控制财政体制改革。在 2000−2006 年的样本期间内，还有两项同步进行的

财政体制改革，即“省直管县”和“撤县设区”改革，这两者也可能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向

产生重要影响（陈思霞和卢盛峰，2014；张莉等，2018）。鉴于此，本文将“省直管县”和“撤县设区”

改革两个虚拟变量分别加入计量模型（1），以期控制这两项改革对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其中，

如果该县（市、区）在当年实施了“省直管县”改革以及“撤县设区”改革，则取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省直管县”（表 6 第 3 列）和“撤县设区”（表 6 第 4 列）以及同

时控制两项改革（表 6 第 5 列）后，转移支付波动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与基准回

表 5    更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变量
替换转移支付波动 替换财政支出偏向

（1） （2） （3） （4） （5） （6）

转移支付波动
0.0062*** 0.0049*** 0.0044*** 0.0092*** 0.0073*** 0.0065***

（0.0008） （0.0012） （0.0016） （0.0019） （0.0016） （0.00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县域、年份、省份−年份

观测值 20 526 14 952 12 242 12 352 15 005 17 788

调整 R2
0.297 0.245 0.239 0.171 0.202 0.185

刘贯春、周    伟：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与地方财政支出偏向

① 尽管我国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税之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但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显示

（陈晓光，2016；谢贞发等，2017），我国大面积全面取消农业税发生在 2005 年，故此处删除 2005 年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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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见表 1）相差很小，可见本文结论并不会受到这两项改革的影响。

此外，考虑到以  GDP 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锦标赛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在支出中“重生产、

轻服务”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控制了县（市、区）所在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和

市长的任期、年龄以及县（市、区）上一年度在地级市内的 GDP 排名情况等相关信息，考虑这些因

素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旧成立。①

六、研究结论

从中国转移支付预算管理制度出发，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框架系统阐述转移支付波动影响地

方财政支出偏向的内在逻辑。理论分析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会降低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导

致地方政府选择通过增加生产性支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来弥补效用损失。随后，基于县级面板

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增长率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地方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的比

重将上升约 0.8%。由此可见，面对财政收入不稳定，确实会使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增加生产

性支出、降低民生性支出。

进一步的子样本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波动对地方财政支出偏向存在差异化影

响。在中国，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而专项转移支付未表

现出对地方财政支出偏向有显著影响，且两者的比例构成变动亦是造成财政支出偏向的关键原

因。此外，转移支付波动对地方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地区表现出了一定的异质性。

转移支付波动对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同时转移支付波动对

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影响集中体现于转移支付净流入地区和财政自给率比较低的地区。

在当前阶段，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用来补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

和改善区域非平衡发展的重要工具。然而，对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反而使得转移支付波动会进

一步加剧落后地区陷入经济建设过热而民生建设投入不足的现实困境，违背了转移支付制度设

计的初衷。党的十九大会议报告明确提到要在 2020 到 2035 年间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实现该目标，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进

一步合理规范转移支付预算管理制度以减少基层政府获得转移支付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可行的

选择。转移支付波动的根源在于政府间与政府内部权责利的不清晰，所以逐步深化财政事权与

支出责任的改革对于减少基层政府转移支付波动意义重大。同时，继续提高地方政府转移支付

资金预期的准确性。在加强转移支付分配法制化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的转

移支付管理制度流程，以逐步形成科学、法治、高效、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

表 6    考虑其他重大事件和财政体验改革

变量 （1） （2） （3） （4） （5）

转移支付波动 0.0063***（0.0018） 0.0065***（0.0014） 0.0079***（0.0013） 0.0078***（0.0013） 0.0079***（0.0013）

省直管县 0.0054（0.0047） 0.0055（0.0047）

撤县设区 −8.80e−05（0.0029） −0.0005（0.002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县域、年份、省份−年份

观测值 10 241 12 446 17 718 17 718 17 718

调整 R2
0.196 0.288 0.263 0.263 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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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汇报，如有需要可来信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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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Payment Uncertainty and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Bias in China

Liu Guanchun,  Zhou Wei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Government revenue is the source of fund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arrange fiscal expendit-

ures and provide public services.With the completion of tax-sharing system reform in 1994, the financial capa-

c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been rapidly improved, but local governments face with increasing pressure

on their budgets. The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arrowing the gap among reg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However, the problems with China’s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are

very obvious. In addition to the unreasonable structure, potential problems such as irregular allocation, opaque

implementation and lacking supervision in the transfer payment budget management process are usually men-

tioned in the literature. These problems exist in the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may directly restrict its effective-

ness. Differing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transfer

paym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ransfer payment volatility on fiscal expenditure bi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certainty, which is a relatively new perspective. As a whole, transfer payment volatility

caused by the inadequate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budget increases the uncertainty of local government

revenues,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the expected ut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avoid the utility loss, local gov-

ernments tend to increase productive expenditures to stimula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fiscal revenue stability. In detail,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demonstrate how transfer pay-

ment volatility affects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expenditure bias in China, and then uses the county-level data

to examine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ransfer payment volatility significantly aggrav-

ates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expenditure bias towards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the effect manifests an asym-

metric feature, which is more prominen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and regions with lower net inflow of

transfer payments and fiscal self-financing rate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pass through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including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djustment of core variable measurement and accounting

for other major events. Therefore,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ransfer payment volatility will further aggravate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social public goods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olicy goal of

equal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among regions during the period 2020-2025, which was mention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sides making steady progress in reforming

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nd spending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

al government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budget management system of transfer payments to re-

duce the transfer payment uncertainty of local governments.

Key words:  transfer payment uncertainty； fiscal expenditure bias； a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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